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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索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促进资源型城市新质生产力提升的作用机制与差异化效应，是引导资源

型城市转型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方法】基于 2009—2022年 114个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将国

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并结合新质生产力理论与创新经济学的“技术-经济”范式，建构出城

市新质生产力的“科学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结构升级性转型”三维测度指标体系，使用交叠

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对资源型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结果】①创新体系建设在总体上

显著促进了资源型城市新质生产力的提升。②创新体系建设通过强化以政府财政科技支出和政府创新注意力为

代表的行政机制，疏通以提升市场化水平和促进产业集聚为代表的市场机制，激活以行业协会商会活跃度和产学

研合作为代表的社群机制，进而促进资源型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③创新体系建设有助于成长型、成熟型和再生

型资源城市的新质生产力水平提高，但对衰退型城市的影响不显著，其原因在于行政机制强劲、市场机制不畅和社

群机制孱弱，造成了激励扭曲现象，引致企业出现重数量而非质量的策略性创新行为。【结论】行政、市场与社群机

制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中的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资源型城市在加强创新体系建设的公共支持之外，也要注重市

场机制的强化和社群机制的激活，从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由资源型城市向创新型城市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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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实现资源型城市新

质生产力提升，是破解“资源诅咒”、实现资源型城

市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2025 年 7 月 8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山西考察产业转型时提出，要围绕发展新

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把资

源优势更好转化为发展优势。事实上，早在 2021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发布的《“十四五”支持老

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高质

量发展实施方案》就将“坚持创新引领”作为资源型

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战略①。

资源型城市要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新质生产力，

关键在于建设有效的区域创新体系。创新经济学

家Lundvall[1]认为，经济结构与制度建构是创新体系

的两个重要维度，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良好制度运

行是规避创新体系“系统失灵”的必要条件，而资源

型城市的制度运行往往受资源经济的路径依赖影

响，导致创新体系建设普遍薄弱。在此背景下，创

新政策的实施能够为资源型城市建设区域创新体

系提供重大契机和应用场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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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科技部自 2008 年起启动了

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遴选多批城市为国家创

新型城市试点城市，并要求试点城市完善区域创新

体系，加快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这为考察资源型城

市的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提供了准自然实验场景。

本文以 114个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将其中的 24

个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②作为实验组，通过计量分

析致力于回答：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引领的区

域创新体系建设能否助力资源型城市新质生产力

提升？此种助力作用对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是

否存在差异？城市创新体系建设中政府、市场与社

会协作互动的不同模式，对资源型城市新质生产力

发展有何影响？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

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

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自习近平总书记 2023 年提出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

以来，新质生产力理论不断完善，但在如何测度新

质生产力水平上，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和共

识。基于此，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①通过

结合新质生产力理论和创新经济学的“技术-经济”

范式，以科学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

置和产业结构升级性转型 3个维度建构城市新质生

产力的测度指标体系，实证检验国家创新型城市试

点政策对资源型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②从

城市创新体系建设中政府、市场与社会互动的视

角，考察试点政策促进资源型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

的过程中行政、市场与社群机制的作用；③进一步

对资源型城市子类型进行异质性分析，以期发现试

点政策促进各类型资源型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堵点”。本文强调了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协作互

动，行政、市场与社群机制的互补嵌合在资源型城

市创新体系公共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也为资源型城

市分类突破“资源诅咒”，实现差异化转型发展提供

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2.1  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资源型城市的创新

突围

国家或地区在发展过程中过度依赖资源开采

和贸易，进而导致长期经济增长迟缓甚至停滞的

“资源诅咒”现象及其破解之道，是发展经济学、资

源环境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论题之一[3]。

由于资源型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资源型城市的创

新体系建设往往处于劣势，这导致资源型城市的转

型发展并非易事。既有文献指出，资源型城市转型

有区位、产业、环境、产权、体制、财力和人才七大障

碍，而完善创新治理体系是实现资源型城市转型发

展的重要途径之一[4]。

已有的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相关研究在绿色

发展视角下探讨了以山西“综改区”设立为案例的

区域政策[5]和以低碳城市试点为例的环境政策[6]对

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的促进作用；在新技术与

传统产业融合发展视角下探讨了数字经济对资源

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及政府科研投入

在其中的正向调节作用[7]，但对创新体系建设如何

在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中发挥促进作用的探讨

不足。有关资源型城市的案例研究认为，推动资源

型城市转型为创新型城市是破解资源诅咒之道[8,9]。

然而，就资源型城市如何转型为创新型城市，相关

研究并未给出系统性建议，仅在局部有所着墨。如

崔丹等[10]在有关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估及

影响机理的综合性研究中提及，政府在创新政策引

导下加大创新要素的投入，提升创新力，有助于推

动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阎晓等[11]基于发明专利

数据考察了资源型城市知识基础的动态演化和多

维驱动的区域创新合作，为资源型城市的创新突围

提供了有益思路。

由此可见，尽管对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研究

已经关注到政府科技投入与区域合作研发等措施

对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但仍然缺乏从

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角度对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

进行系统考察。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

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

略背景下，科技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打造区域

创新增长极的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要求各地

区选择一批创新基础条件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高、对周边带动作用大的城市进行试点，构建涵盖

科研院所、高校、企业、中介机构等各类创新主体的

② 资源型城市中的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城市及其入选年份为：2010年：太原、唐山、包头、景德镇、洛阳；2013年：济宁、萍乡、南阳、宝鸡；

2018年：吉林、徐州、马鞍山、龙岩、东营、衡阳；2022年：邯郸、宿迁、淄博、临沂、长治、滁州、铜陵、新余、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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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体系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全社会创造

力的体制机制，全面推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成为

试点城市后，各城市要制定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方

案。科技部将结合各城市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将试

点城市符合条件的重大科研任务、重点创新基地和

创新服务平台、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和引进等，纳

入国家科技计划和相关渠道优先支持。

自 2008 年深圳市成为首个国家创新型城市试

点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科技部于 2010 年、2011

年、2012 年、2013 年、2018 年和 2022 年分六批次批

准了共计 103个城市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城

市。试点政策实施后，学界对试点政策的政策效果

进行了广泛评估。徐换歌等[12]以复旦大学城市创新

力指数为被解释变量，研究发现国家创新型城市试

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胡兆廉

等[13]发现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产业集聚的影

响具有“重服务、轻制造”的阶段性特征，但在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较高的城市，制造业集聚的程度

也相对较高，这说明制造业的创新发展离不开金融

科技等其他行业的支持，也体现出创新体系建设协

同推进的必要性。近期研究还关注到国家创新型

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创业活跃度[14]、全要素生产

率[15]等经济效率提升的作用，也有文献关注到试点

城市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16]、绿色发展动能[17]和

绿色创新效应[18]，但尚未有文献聚焦国家创新型城

市试点政策中的资源型城市，也未考察试点城市在

创新体系建设上的作为是否对资源型城市的转型

发展有所助益。

考虑到相对非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弱势性及其

产业转型升级的紧迫性，资源型城市更需要通过创

新体系建设来推动其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

已有研究发现资源型经济的路径依赖效应通过技

术与制度“双重锁定”侵蚀资源型城市的产业升级

内生动力[19]，而技术进步成为推动资源型城市绿色

转型绩效增长的动力源泉[20]。鉴于国家创新型城市

试点政策为资源型城市中的试点城市全面推进区

域创新体系建设提供契机，进而为新质生产力发展

提供动力。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有助于促进资源

型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

2.2  打破“资源诅咒”：城市创新体系公共治理的

变革

创新蓬勃发展本身需要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政

府、市场和社会协作互动，以及行政机制、市场机制

与社群机制的互补嵌合[21]。事实上，中国资源型城

市转型发展政策也经历了从“行政干预”“行政引

导”到“综合治理”的变迁，即政府行动不再以单一

化的行政干预方式出现，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

变迁完善了城市转型与发展的治理[22]。为此，城市

创新体系建设需要从完善行政机制、强化市场机

制、激活社群机制 3个维度着手，通过治理变革促进

资源型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

创新体系治理变革路径之一在于有为政府的

引领。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Philippe Aghion

认为，尽管创新主要依靠市场和企业，但在创新过

程中，投资型和保护型政府的作用也至关重要，其

中投资型政府能够弥补企业创新中的市场失灵，而

保护型政府则能够有效应对伴随创造性破坏而来

的社会风险[23]。封凯栋[24]发现创新发展与转型成功

的案例中，政府要扮演两种角色，即创新体系建设

的参与者和创新体系转型的推动者。作为创新体

系建设的参与者，政府需要在基础研究和科技成果

转化过程中投入财政资金，以削弱科技创新过程中

的负外部性；作为创新体系转型的推动者，政府需

要增强对科技创新活动的关注度，其典型做法就是

将促进科技创新的相关任务写入各种会议、报告文

件中，使之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抓手，从而在全社

会营造创新氛围、推动创新发展。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

H2a：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增强资源

型城市的财政科技投入和政府创新关注度，通过行

政机制的作用促进资源型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

创新体系治理变革路径之二在于有效市场的

增强。Michael Porter 的竞争优势理论强调有效市

场环境对企业提升创新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性[25]。基

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显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

创新政策能够通过减少市场交易的负外部性激励

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提高创新产出[26]。同时，知识产

权的保护通过增加企业创新激励还能提振总体的市

场活力[27]。注重完善市场机制的创新政策有助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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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有效市场。反之，市场机制不完善引致的资源错

配既增加了企业创新成本，又降低了企业创新收

益[28]。2016 年，科技部在《建设创新型城市工作指

引》中明确指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工作要进一步

转变政府职能，激发民间创造活力，营造公平竞争的

市场环境。只有让创新资源通过市场机制得到有效

配置，才能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提供良好市场

环境。

有效市场的增强不仅体现在城市市场环境的

改善与市场化水平的提升[29]，还体现在城市空间尺

度上的经济集聚。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假设认为，

产业集聚通过本地市场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知识

溢出效应促进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30]，对中国工业

企业的实证研究也表明，经济空间集聚对贸易自由

化引致的企业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强化效应[31]。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2b：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通过提升

资源型城市的市场化水平和产业集聚度，畅通市场

机制，促进资源型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

创新体系治理变革路径之三在于活力社群的

出现。万建香等[32]建构了一个理论模型，提出社会

资本与技术创新的耦合能够助力“资源诅咒”的破

解，并基于中国省级数据对其理论进行实证检验和

政策模拟。尽管这篇文献并未聚焦于资源型城市

的转型发展，但其超越政府-市场二分法，关注到社

会资本的作用及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对考察资源

型城市向创新型城市转型过程中社会和社群机制

的重要性，具有开创性意义。

创新经济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Richard Nelson

在其晚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将现代经济体视为市

场经济体，极大地简化了对复杂经济行为的理解，

在许多重要领域，例如创新的蓬勃发展，非市场制

度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市场机制则处于次要地位[33]。

他这里所说的“非市场机制”，实际上主要指涉的就

是本文所述的“社群机制”。

创新体系的建设以及创新政策的实施能够提

升社群机制在促进创新上的效力，这在行动上体现

为各种与创新相关的社会中介组织以及创新网络-
联盟的活跃。顾杰等[34]对于湖北省辖县级市大冶市

的案例研究显示，创新相关社会组织在资源型城市

创新生态体系中可以发挥桥梁作用，促进创新资源

共享，提升城市整体创新力，推动资源型城市摆脱

“资源诅咒”实现转型发展。杨梦俊等[35]研究发现，

行业协会能够通过内部的平台服务、企业创新合作

以及外部的融资与政府支持等渠道促进企业创新。

政府-产业-大学的协作互动是创新体系中社群机

制作用的另一种具体表现，其重要性在“三螺旋理

论”中得到充分阐述[36,37]。曾丽君等[38]研究发现，创

新政策的实施通过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设立联合

研发基金等方式，增强了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之

间的联系，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动资源型城市产

业创新。在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中，社群机制是否

被激活值得探究。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2c：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通过提升

资源型城市的行业协会商会活跃度和产学研合作，

激活社群机制促进资源型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创新型城市试点对资源型城市

转型发展的促进作用可能具有异质性。《全国资源

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 年）》（下文简

称《规划》）将资源型城市分为成长型、成熟型、衰退

型和再生型 4种类型。其中，成长型城市是我国能

源资源的供给和后备基地，资源开发处于上升阶

段，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有所保障。成熟型城市

的资源开发处于稳定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

高。衰退型城市资源趋于枯竭，经济发展乏力，生

态环境压力大，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难

点地区。再生型城市基本摆脱了资源依赖，经济社

会开始步入新的良性发展轨道，是资源型城市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的先行区。本文将在考察创新型城

市试点政策促进资源型城市总体新质生产力发展

及其作用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异质性分析考

察城市创新体系对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的异质性

影响，从而探究资源型城市的差异化发展之路。本

文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3   研究设计
3.1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采用如下模型考

察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资源型城市新质生

产力发展的影响：

NPROit = β0 + β1 Policyit + δX it + μ i + γ t + ε it（1）

式中：NPROit 为资源型城市 i在年份 t的新质生产力

水平；Policyit 为资源型城市 i在年份 t是否入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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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城市试点的政策冲击变量；X it 为一系列可能

影响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控制变量；μ i 为城市固

定效应；γ t 为年份固定效应；ε it 为随机误差项；β0 为

常数项；β1、δ为待估系数，其中 β1 即为本文所要考

察的政策效应。

双重差分方法能够准确估计政策效应的前提

是，政策实施前实验组与对照组结果变量的变化遵

循平行趋势假定。事前趋势的检验模型如下：

NPROit = α +∑βk Dk
it + δX it + μ i + γ t + ε it （2）

式中：Dk
it 为实验组城市成为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试

点后第 k年的虚拟变量；α为常数项；βk 为待估系数。

2008—2022 年先后有 4 批 24 个资源型城市成为国

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城市，而本文使用的面板数

据，理论上可以观测到大多数资源型城市受到试点

政策冲击前后 6期的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变动情况，

因此 k 的取值为-6、-5、-4、-3、-2、-1、0、1、2、3、4、

5、6，共 13 期。对于政策发生在 7 期前或 7 期后的

值，将其归并为前-6期或6期。

进一步检验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资源

型城市创新体系中 3种治理机制的影响，本文采用

以下回归方程：

Mechnismit = β0 + β1 Policyit + δX it + μ i + γ t + ε it

（3）

式中：Mechnismit 为本文所选的机制变量，分别以相

应的机制变量进行替换。

值得注意的是，特定治理机制对城市新质生产

力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已有文献关注到财政

科技投入对企业创新的抑制效应[39]，由于委托代理

关系下创新绩效的可度量性较低导致政府难以有

效监管[40]，进而导致企业创新的逆向选择[41]，以致在

企业中形成“有数量、没质量”的“策略性创新”[42]。

因此，本文通过数据分析进一步考察：①资源

型城市财政科技投入是否对城市新质生产力的发

展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倒 U”型影响？②国家创

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是否引致了资源型城市的策略

性创新？采用如下方程对此进行检验：

NPROit = β0 + β2 Pub_Tecit + β3 Pub_Tecit
2 +

δX it + μ i + γ t + ε it

（4）

Patentit = β0 + β1 Policyit + δX it + μ i + γ t + ε it（5）

式中：Pub_Tecit 为资源型城市 i在年份 t的财政科技

投入水平，Pub_Tecit
2 为其平方项；Patentit 为资源型

城市 i在年份 t申请的专利数；β2、β3为待估系数。

3.2  变量选择

被解释变量为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在借鉴

新质生产力理论[43]和创新经济学理论技术-经济范

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44]的基础上，本文以

“动力-要素-结构”三维逻辑为内核构建城市新质

生产力的测度指标体系，其构成要素包括科学技术

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结构升级

性转型三大要素。

具体来说，科学技术革命性突破（含颠覆性技

术研发与早期技术产业化）作为原始动力源，以呼

应创新理论奠基人 Joseph Schumpeter提出的“创造

性破坏”理论与创新经济学家 Christopher Freeman

和Carlota Perez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生产要素创

新性配置（人力资本高级化突破技能匹配、智能要

素重构生产函数、清洁要素突破资源约束、要素分

布集群化促进知识传播）形成系统支撑，体现新增

长理论的人力资本跃迁与数字时代的要素边际收

益递增；产业结构升级性转型（新兴产业涌现捕捉

图1   分析框架

Figure 1   Analytical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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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经济范式具象化、结构升级推动全要素生产

率系统性提升）作为现实落点，体现通过产业结构

的调整和升级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

约型转变[45]的实践逻辑。

本文构建的城市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区别于

新质生产力要素的“实体性-渗透性”分类[46]，更加注

重新质生产力测度的结果层面，并根据城市层级数

据的可得性对细分指标进行调整，通过熵值法对各

项基础指标的数值进行处理，最终得出本文的新质

生产力水平测度指标体系（表1）。

解释变量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在资

源型城市中，受到此创新政策冲击的资源型城市共

有 24 个，受到政策冲击的时间为 2010—2022 年。

因此，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

量，当且仅当实验组城市成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

后取1，否则取0。

参考既有文献中可能影响城市新质生产力的

因素，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含城市经济水平、人

口规模、产业结构、政府规模、财政自给率、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水平。其中，城市经济水平以对数化的

人均GDP衡量；人口规模以对数化的年末人口总数

衡量；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衡量；政府

规模以城市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衡量；财政自给

率以财政收入与支出之比衡量；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水平以是否为智慧城市度量。

尽管企业是产业创新的主体，政府是创新公共

资源的主要提供者，但创新驱动的城市新质生产力

的形成也离不开第三方部门的响应和社群机制的

联结。因此，本文试图刻画在创新体系建设过程

中，政府主导的行政机制、市场主导的市场机制和

社会主导的社群机制所发挥的作用。行政机制方

面，财政科技投入体现了政府在推进科技创新上的

财政作为力度，而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创新”的频

率可作为政府创新注意力的测度。市场机制方面，

市场化水平高低是对市场机制运作情况的直接度

量；与此同时，经济活动空间集聚是市场活力的一

种表现，其本身也有利于促进知识的交流、传播与

创新的扩散。社群机制方面，创新体系中的社群治

表1   城市新质生产力的测算指标体系

Table 1   Measurement indicator system for urba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构成要素

科学技术革命性突破

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

产业结构升级性转型

分项指标

颠覆性技术研发

早期技术产业化

人力资本高级化

生产要素集群化

生产要素智能化

生产要素清洁化

新兴产业涌现

产业结构升级

基础指标

当年申请的发明专利数量/件

当年从国外引进的发明专利数量/件

当年获授权的关键数字技术专利数量/件

当年申请的实用新型专利数量/件

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城市每万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人/万人）

普通高等学校数/所

当年关键数字技术专利的发明家数量/人

城市非农产业的就业密度/（人/km2）

工业机器人安装密度/（台/万人）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千户

上市公司数据要素利用水平/%

有无数据交易平台（有=1，无=0）

电信业务总量/亿元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亿元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碳排放权、用能权、排污权交易额/亿元

战略性新兴行业从业人数/人

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家

战略性新兴产业就业占比/%

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

方向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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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在行动上体现为行业协会商会的增长，在结果

上则体现为产学研合作科技成果的增加。各代理

性测度指标如表2所示。

3.3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城市层面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专利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数据库。上市公司数据来源于 CSMAR 数据

库。人工智能企业数据来源于企查查平台，当企业

的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关键词时，即识别为人

工智能企业。2009 年以来的商会成立数据来源于

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的社会组织数据库，选

取所有组织标识为“行业协会商会”的社会组织，并

将数量加总到城市层级。工业机器人数据来源于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使用Bartik方法匹配到城

市层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分类参照《战略性新兴

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 版）》，与城市

统计年鉴数据提供的 19 个行业就业数据相匹配。

资源型城市分类参照《规划》。国家创新型城市试

点名单由作者对照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科技部文件

手工整理。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和时效性，在尽可能

确保数据准确性和严谨性的前提下，本文最终确定

2009—2022 年的 114 个资源型城市作为研究对象。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

4   结果与分析
4.1  基准回归分析

表 4展示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资源型

城市新质生产力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在加入控

制变量的基础上逐步控制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

定效应，回归系数一直在 0.855 左右，且在 1% 的水

平上显著，对被解释变量进行 1% 和 99% 分位数的

缩尾处理（列（3）将极端值归并为 1和 99分位数值，

列（4）删除极端值），回归结果依然稳健。这表明，

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驱动的城市创新体系建

设能够促进资源型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假

设H1得到验证。

4.2  平行趋势检验

若在政策实施前，实验组与对照组的被解释变

量差异在统计上不显著，而在政策实施后，实验组

表2   创新政策作用机制的测度指标

Table 2   Measurement indicators of innovation policy mechanisms

作用主体

政府

市场

社会

作用机制

行政机制

市场机制

社群机制

指标名称

财政科技投入

政府创新注意

力

市场化水平

产业集聚度

行业协会商会

活跃度

产学研合作

代理性测度指标

财政科技支出占总支出

的份额/%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创

新”的频率/%

参考樊纲等[29]

单位土地面积上二、三产

业增加值/（万元/km2）

自 2009年以来新成立的

商会数/个

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合

作被授权的专利数/件

表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类型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机制变量

变量

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

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

经济水平

人口规模

产业结构

政府规模

财政自给率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财政科技投入

政府创新注意力

市场化水平

产业集聚度

行业协会商会活跃度

产学研合作

样本量

1596

1596

1596

1596

1596

1596

1596

1596

1596

1532

1596

1596

1596

1596

均值

4.261

0.090

10.537

5.654

47.710

21.886

39.437

0.251

1.132

0.279

11.816

12.415

53.360

0.139

标准差

3.393

0.287

0.638

0.696

12.359

10.744

18.031

0.433

1.132

0.155

2.668

13.634

534.526

0.451

最小值

0.651

0

8.540

3.434

12.080

7.376

6.118

0

0.052

0

4.736

0.296

0

0

最大值

23.458

1.000

12.856

7.129

89.750

102.678

111.558

1.000

20.683

2.251

20.756

91.765

11404

3.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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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出现明显的差异，则认为试点政策对城市

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符合平行趋势假定。现有文献

的常用检验方式是以实验组受政策冲击的前一期

作为基期进行考察，考虑到创新型城市的建设遵循

“申请—审批—建设—评估”流程[47]，这意味着城市

政府在国家创新型城市的申报期往往会提前行动，

以增加城市获批的概率。因此，本文将建设国家创

新型城市试点前的第 2 年（k=-2）作为基期进行考

察，得到政策对资源型城市新质生产力影响的动态

效应如图2所示。

由图 2可知，以政策实施前 2期为基期，政策实

施前实验组与对照组城市的新质生产力水平不存

在显著差异，实验组城市在受到政策冲击后表现出

显著的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继续提高。总而言之，事件研

究法的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城市政策试点前后资

源型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变化符合平行趋势假

定，因此认为DID估计量是有效的。

事实上，事件研究法的实验组与对照组的事前

趋势在统计上不具有显著性差异，并不意味着两者

的事前趋势一定是平行的[48]。针对这种情况，Ram‐

bachan 等[49]提出了一种敏感性分析方法：假定事前

平行趋势不满足的程度为最大偏离程度（Mbar），接

着构造前期平行趋势偏离 Mbar对应的事后各期点

估计量的置信区间。如果在前期趋势偏离 Mbar

下，事后估计量依然显著在 0值的一侧，则表明处理

效应对平行趋势的偏离程度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参考 Biasi 等[50]的做法，将 Mbar 设置为被解释变量

的一个标准差。考虑到试点政策对城市新质生产

力的影响可能会有一定时滞性，本文主要考察事件

研究法最后 5期点估计量的平均处理效应，分别汇

报在相对偏离程度限制和平滑限制下试点政策处

理效应的敏感性检验结果，如图 3所示。结果表明，

在相对偏离程度限制下，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

对资源型城市的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作用非常稳

健；在平滑限制下，即使事前平行趋势向下偏离

0.02，平行趋势的结果也是相对稳健的。这说明，即

便前期的平行趋势存在一定偏离，试点政策对资源

型城市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依然显著。

4.3  异质性处理效应检验

多时点交错双重差分模型（Staggered DID）在

进行双向固定效应（TWFE）估计时，可能会由于政

策本身的异质性处理效应而使估计系数发生偏误。

具体来说，异质性处理效应包括两种：①双向固定

效应估计量等于数据中所有可能的两组或两期DID

估计量的加权平均值，若后期接受处理的组把早期

接受处理的组作为对照组，就会产生双重差分估计

过程中的负权重问题，导致最终得到的估计系数有

偏[51]。②不同城市对于不同批次试点政策的反应具

有异质性。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结果是各

期冲击的加权平均，其隐含了每次实验都有同质性

的假定[52]。事实上，由于前期创新型城市建设具有

一定的经验积累，很有可能导致后期国家创新型城

市试点产生学习效应，进而导致各批资源型城市对

政策冲击的反应具有异质性。

表4   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资源型

城市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Table 4   Impact of National Innovative City Pilot Policy on new quali‐

ty productive forces in resource-based cities 

变量

国家创新型城市

试点政策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观测量

R2

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

NPRO

（1）

0.872***

（0.132）

是

是

否

1596

0.970

NPRO

（2）

0.855***

（0.112）

是

是

是

1596

0.973

NPRO_Win

（3）

0.857***

（0.112）

是

是

是

1596

0.973

NPRO_Trim

（4）

0.847***

（0.111）

是

是

是

1575

0.973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

为稳健标准误 .下同。

图2   平行趋势检验的事件研究法结果

Figure 2   Event study results for parallel trends test

注：箱型图表示95%的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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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一种异质性处理效应，本文使用培根分

解法对基准回归模型的异质性处理效应进行检验。

使用 bacondecomp 命令，加入协变量进行分解。发

现时变组的估计系数和实验组对从未接受处理的

对照组的估计系数均为正。同时，时变组的权重较

小（仅为 13.1%），而实验组对从未接受处理的对照

组的权重达到 86%，且估计系数为 0.886，显著为正，

从而可以认为即便存在逆权重问题，异质性处理效

应对回归结果的影响较小，不会逆转实验组对从未

接受处理的对照组的正向估计效应，因此可以认为

基准回归的结论是较为稳健的。

对于第二种异质性处理效应，本文借鉴 de 

Chaisemartin等[53]的研究，检验多时点DID双向固定

效应的估计结果在异质性处理效应下的稳健性。

对估计量权重的检验显示，在所有 834 个权重中，

733个权重为正，101个权重为负。负权重的数量占

全部 ATT 估计的 12.1%，说明有可能存在异质性处

理效应带来的估计偏误。为了检验由异质性处理

效应带来的估计偏误，参考Borusyak等[54]的思路，使

用未处理个体的观测数据外推出处理个体的潜在

结果，再计算每个实验组个体的处理效应并加权，

最终得到处理效应的估计。结果发现，修正后的平

均处理效应为 0.818，并在 1%的水平下显著。本节

结果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在控制多种异质性处理效

应的情况下是较为稳健的。

4.4  稳健性检验

进一步使用 3 种方法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①替换被解释变量。参考顾昕等[15]计算的城市全要

素生产率变化率，以及寇宗来等[55]的城市创新指数，

替换被解释变量，结果见表 5列（1）、（2）。②替换解

释变量，由于政策冲击对资源型城市新质生产力水

平的影响可能具有滞后性，本文使用滞后一期的政

策冲击变量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结果见表 5列（3）。

③同时考虑相近年份作用于资源型城市的产融合

作试点政策③，以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结果见表

5列（4）。

以上 3 种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表明，在替换被解

释变量、解释变量，以及排除产融合作试点城市的

政策干扰后，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

正，这说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资源型城市

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5  内生性检验

尽管双重差分法可估计出实验组对对照组的

③ 试点政策详见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tz/art/2020/art_106eef3ec1f34f569e523be00bd22a1e.html。

图3   平行趋势检验的敏感性分析

Figure 3   Sensitivity analysis for parallel trends test

表5   稳健性检验

Table 5   Robustness tests

变量

国家创新型城市

试点政策

滞后一期创新型

城市试点政策

产融合作试点

产融合作试点×

创新型城市试点

政策

样本观测量

R2

全要素生产率

（1）

0.278**

（0.132）

1254

0.097

城市创新指数

（2）

0.119***

（0.020）

1482

0.688

NPRO

（3）

0.785***

（0.116）

1482

0.977

NPRO

（4）

0.858***

（0.113）

0.847***

（0.153）

-0.546***

（0.203）

1584

0.976

注：所有回归均加入双向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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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处理效应，但在选择试点城市时，对于哪些城

市适合进行政策试点，科技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的

选择也并非完全随机。科技部在 2010年发布的《关

于进一步推进创新型城市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中，明确提出要选择一批创新基础条件好、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高、对周边带动作用大的城市进行试

点，在体制机制和创新政策等方面先行先试。对于

资源型城市来说，是否成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也

可能具有选择性。

因此，直接以未成为国家创新型城市的资源型

城市作为对照组，可能导致DID估计量产生样本选

择偏误。为此，进一步使用多时点倾向值匹配双重

差分法（PSM-DID）进行稳健性检验。使用截面

PSM，满足共同支撑假定的样本量缩减为 1175，试

点政策的估计系数 0.615，仍在 1% 水平上显著；使

用逐年 PSM，满足共同支撑假定的样本量缩减为

943，试点政策的估计系数 0.485，仍在 1% 水平上显

著。PSM-DID的结果表明，在满足共同支撑条件的

实验组和对照组中进行比较，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

政策仍能够显著促进资源型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

的提高。

4.6  安慰剂检验

为了排除非观测因素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和

产业就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本节同时构造伪实验组

虚拟变量和伪政策冲击虚拟变量，以检验国家创新

型城市试点的政策效果。具体操作方法是，虚构国

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验组和处理时间。在

全样本城市中随机抽取 6轮共 24个试点城市，模拟

500次。安慰剂检验结果如图4所示。

图 4 结果表明，随机处理过程中大多数估计量

的 p值在 0.1以上，且回归系数核密度图显示，回归

系数集中在 0附近，这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显著差

异。这说明本文的双重差分估计并未受未观测因

素的显著影响，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4.7  异质性分析

针对 4 种资源型城市的不同情况，《规划》提出

了规范成长型城市有序发展、推动成熟型城市跨越

发展、支持衰退型城市转型发展和引导再生型城市

创新发展的差异化发展目标。因此，有必要分类考

察资源型城市面临创新政策冲击的反应。

表 6展示了对各资源型城市子样本进行分类回

归的结果，由于资源型城市中成长型类别中没有国

家创新型城市，因此将成长型与成熟型两类合并分

析④。子样本回归的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

点政策能够显著促进成熟型和再生型城市的新质

生产力发展，但对于衰退型城市的影响则不显著。

《规划》指出，衰退型城市的资源趋于枯竭，经济发

展滞后，环境压力大，是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重

点地区，也是难点地区。本文结果同样表明，尽管

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在全部资源型城市中对

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显著，但在资源衰退型城市

中，创新政策出现了失灵现象，未能对其新质生产

力发展有所助益。下文将从行政、市场与社群机制

的视角，进一步考察试点政策对不同子类型资源型

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差异化成因。

④ 成熟型城市的单独分析结果和与成长型城市合并分析的结果一致，限于篇幅未展示在正文中，如有需要请向作者索取。

图4   安慰剂检验结果

Figure 4   Results of placebo tests

注：竖直虚线表示基准回归估计系数β=0.855，水平虚线表示p=0.1。

表6   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各类资源型

城市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Table 6   Impact of National Innovative City Pilot Policy on 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different types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变量

国家创新型城

市试点政策

样本观测量

R2

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

全部城市

（N=114）

（1）

0.855***

（0.112）

1596

0.975

成长型+成熟型

（N=76）

（2）

0.766***

（0.137）

1064

0.964

衰退型

（N=23）

（3）

0.243

（0.244）

322

0.955

再生型

（N=15）

（4）

1.099***

（0.238）

210

0.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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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进一步分析
5.1  创新政策何以有效：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中的行

政、市场与社群机制

创新政策对资源型城市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不

是一蹴而就的，资源型城市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既需

要有为政府的关注和行动，又需要有效市场的激励

和资源配置，还需要活力社会的联动和参与。因

此，资源型城市向创新型城市转型的关键在于是否

形成良好、创新的公共治理体系，而打造这一体系

的关键又在于行政、市场和社群机制是否形成互补

嵌合的格局。

5.1.1  对资源型城市行政机制运作的影响

尽管行政机制的运作同时存在于包含政府机

构与企业在内的所有科层组织中，但本文考察的行

政机制运作主体是城市政府。成为国家创新型城

市试点对城市政府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财政科

技投入和政府注意力，回归结果见表 7。就财政科

技投入而言，在所有资源型城市的样本中，试点城

市的财政科技投入水平比非试点城市平均提高

0.354%。考虑到样本中财政科技投入的均值仅为

1.132%（表 3），可以认为名列试点的资源型城市追

加了约 30%的财政科技支出，可见国家创新城市试

点政策对科技领域中政府财政行为的影响是巨大

的。这一效应对成长型+成熟型和衰退型子样本的

资源型城市均显著，尤其是在衰退型城市中，政府

财政科技支出增加幅度甚至达到了 0.709%。就政

府创新注意力而言，在全部资源型城市样本中，成

长型、成熟型和衰退型的子样本中，试点政策对政

府工作报告中“创新”词频的影响都不显著；但在再

生型城市中，试点城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创

新”的频率显著高于非试点城市。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在成长型+成熟型和衰退

型资源型城市中，行政力量对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

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政府财政对科技活动的支

持力度增强；而在再生型资源型城市中，行政力量

的作用体现在对创新的关注度增加。假设H2a得到

部分验证。

5.1.2  对资源型城市市场机制运作的影响

表 8 的回归结果表明，在全样本与各项子样本

中，仅有再生型一类中的国家创新城市试点的市场

化水平高于非试点城市。事实上，根据《规划》，资

源型城市归入再生型本身就表明这些城市已经基

本摆脱了资源依赖，进入良性发展的新轨道，因此

成为试点城市对激发市场活力的促进作用较为显

著。而对于成长型+成熟型和衰退型城市来说，试

点政策未能显著提升其市场化水平。就产业集聚

度而言，资源型城市总体展现出试点城市集聚度高

于非试点城市的现象，但在各子样本中创新试点政

表7   国家创新城市试点政策对资源型城市行政机制运作的影响

Table 7   Impact of National Innovative City Pilot Policy on operation of administrative mechanisms in resource-based cities

变量

国家创新型城市

试点政策

样本观测量

R2

财政科技投入

全部城市

（1）

0.354***

（0.091）

1596

0.555

成长型+成熟型

（2）

0.356***

（0.126）

1064

0.420

衰退型

（3）

0.709***

（0.188）

322

0.823

再生型

（4）

0.091

（0.188）

210

0.820

政府创新注意力

全部城市

（5）

0.017

（0.017）

1532

0.374

成长型+成熟型

（6）

0.022

（0.025）

1016

0.370

衰退型

（7）

-0.018

（0.030）

306

0.455

再生型

（8）

0.094***

（0.035）

210

0.428

表8   国家创新城市试点政策对资源型城市市场机制运作的影响

Table 8   Impact of National Innovative City Pilot Policy on operation of market mechanisms in resource-based cities

变量

国家创新型城市

试点政策

样本观测量

R2

市场化水平

全部城市

（1）

0.108

（0.082）

1596

0.971

成长型+成熟型

（2）

-0.132

（0.092）

1064

0.970

衰退型

（3）

0.390

（0.296）

322

0.974

再生型

（4）

0.478***

（0.174）

210

0.977

产业集聚度

全部城市

（5）

3.261*

（1.972）

1596

0.848

成长型+成熟型

（6）

3.216

（2.059）

1016

0.840

衰退型

（7）

-1.325

（3.735）

306

0.873

再生型

（8）

1.827

（5.574）

210

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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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对产业集聚的影响都不显著。

这些分析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城市试点政策对

资源型城市市场机制运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提升

试点城市的产业空间集聚度，促进知识和人才的传

播和交流，进而促进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

假设H2b得到部分验证。

5.1.3  对资源型城市社群机制运作的影响

表 9 结果表明，就行业协会商会组织活跃度而

言，试点政策在所有资源型城市中，成长型+成熟型

以及再生型城市子样本中，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

在衰退型城市中的影响则不显著。就产学研合作

而言，国家创新城市试点政策在所有资源型城市和

再生型城市子样本中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衰退

型城市，试点反而抑制了产学研合作。假设 H2c得

到部分验证。

5.2  创新政策何以失灵：市场与社群机制缺失下的

激励扭曲

创新政策为何在衰退型城市中失效？究其原

因，本文认为表面上是较高的资源依赖度使衰退型

城市造成了发展惯性和锁定效应，导致其创新发展

举步维艰；但根本在于，在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均

未有效运作的条件下，创新体系过度倚重行政机

制，超额的财政科技投入导致企业研发创新中的激

励扭曲现象。

为检验财政科技投入是否对城市新质生产力

发展产生挤出效应，以及衰退型城市是否呈现策略

性创新行为，使用公式（4）、（5）进行进一步回归，结

果如表10所示。

表 10列（1）结果表明，在衰退型城市中，财政科

技投入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正向显著，但平方项对

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衰退型城市在统

计上尚不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型影响。不

过，在全部资源型城市样本中，显著存在这一“倒U”

型影响⑤。因此，行政机制过强反而抑制城市新质

生产力发展的情形，是需要警惕的。

表 10列（2）-（6）中，分别使用发明专利申请数、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数、发明

专利授权数和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通过比例这 5项

指标来替换公式（5）中的 Patentit 变量。一般认为，

在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这 3类

专利中，发明专利创新性最大，实用新型专利次之，

外观设计专利的创新性最小。回归结果表明，受创

新试点政策影响的衰退型城市，其在发明专利申

请、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通过比

⑤ 限于篇幅，所有资源型城市及其他子样本的回归结果未展示在表中，如有需要请向作者索取。

表9   国家创新试点政策对资源型城市社群机制运作的影响

Table 9   Impact of National Innovative City Pilot Policy on operation of community mechanisms in resource-based cities

变量

国家创新型城市

试点政策

样本观测量

R2

行业协会商会活跃度

全部城市

（1）

8.992**

（3.627）

1582

0.684

成长型+成熟型

（2）

8.237***

（2.565）

1050

0.720

衰退型

（3）

-1.689

（2.914）

322

0.676

再生型

（4）

16.789*

（10.017）

210

0.673

产学研合作

全部城市

（5）

0.151*

（0.088）

1596

0.452

成长型+成熟型

（6）

0.112

（0.092）

1064

0.432

衰退型

（7）

-0.268**

（0.118）

322

0.524

再生型

（8）

0.410**

（0.208）

210

0.504

表10   行政激励扭曲与衰退型城市策略性创新

Table 10   Administrative incentive distortion and strategic innovation in declining resource-based cities

变量

财政科技投入

财政科技投入的平方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

样本观测量

R2

NPRO

（1）

0.047***（0.012）

-0.005（0.015）

322

0.955

发明专利申请数

（2）

-0.059（0.159）

322

0.935

实用新型专利

申请数

（3）

0.142（0.126）

322

0.949

外观设计专利

申请数

（4）

0.820**（0.325）

320

0.787

发明专利授权数

（5）

0.117（0.254）

320

0.914

发明专利申请-
授权通过比例

（6）

0.054（0.051）

320

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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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上都未有显著变化，而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数量

显著增加。这说明在高强度财政科技投入增加、市

场机制的运作未得到明显改善，社群机制的产学研

合作孱弱的情况下，衰退型城市中企业产生了以外

观设计型专利为代表的创新数量增加而创新质量

未有明显提升的策略性创新行为。

本文机制分析结果如图 5所示。国家创新型城

市试点政策通过强化创新体系中的行政机制和社

群机制运作，促进了成熟型资源型城市的新质生产

力发展；通过强化创新体系中的行政、市场和社群

机制运作，促进了再生型城市的新质生产力发展；

但仅行政机制运作得到强化而社群机制运作被削

弱，导致衰退型城市产生了创新激励扭曲现象，进

而难以促进衰退型城市的新质生产力发展。

图5   机制组合与差异化治理绩效

Figure 5   Mechanism combinations and differentiated governance performance

6   结论与政策启示
6.1  结论

本文借助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准自然

实验，基于 2009—2022年 114个资源型城市的面板

数据，通过构建城市新质生产力的测度指标体系，

使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试点政策驱动的区域创新

体系建设对资源型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并

揭示了创新政策发挥作用的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

社群机制。进一步通过对资源型城市中成长型、成

熟型、衰退型、再生型城市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创新

试点政策对不同子类型资源型城市新质生产力发

展呈现出差异性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1）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驱动的区域创新

体系建设对资源型城市新质生产力总体来说具有

显著的促进作用。分类型而言，创新体系建设能够

促进成长型+成熟型和再生型资源型城市的新质生

产力发展，但在衰退型资源型城市中的促进作用不

显著。

（2）以政府、市场与社会协作互动为表征的创

新体系建设是促进资源型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重要机制。具体来说，创新体系建设强化了成熟型

城市财政科技投入增长的行政机制，激发了行业协

会商会组织联结的社群机制，因而能够助推成熟型

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跨越式发展；创新体系建设强

化了再生型城市政府创新注意力增加的行政机制，

提升了市场化水平，同时促进了城市产学研合作和

行业协会商会组织的社群机制，因而能够助推再生

型城市向创新型城市转型。对于衰退型城市来说，

1960



2026年8月
柳鲲鹏等：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对资源型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

http://www.resci.cn

创新体系建设仅促进了财政科技投入的大幅增长，

但未能带动市场环境改善，同时还抑制了产学研合

作，在行政机制主导下产生了创新激励扭曲，即衰

退型城市的企业在财政支持下热衷于开展有数量、

没质量的策略性创新行为，从而不利于城市新质生

产力的发展。

6.2  政策启示

基于以上研究发现，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1）破解资源型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和制度锁

定，需要通过创新政策为资源型城市的创新体系建

设提供契机。对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来说，要

进一步在成长型资源型城市中创设国家级或省级

创新试点城市，激励这类城市依据自身资源禀赋和

开发潜力，针对资源开发相关技术和产业进行创新

拓展，提升资源开采清洁化和资源加工高级化水

平；同时，处理好资源开采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之间的平衡，把握好发挥固有优势和转型发展的

平衡。

（2）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要针对各个资源

型城市创新治理体系的堵点难点，因城施策，因地

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成熟型城市，创新政策

施为的关键在于促进市场机制的繁荣，提升市场化

水平和产业集群发展；对于衰退型城市，创新体系

建设需要在治理变革上下功夫，既要转变依靠政府

财政科技投入的行政化思维和施政方式，又要重视

市场机制的作用，提升城市市场化水平、产业空间

集聚程度，还要注意通过引导创新关联性社会组织

的发育，搭建好产学研合作的平台，从而促进城市

新质生产力发展；再生型城市则应肩负起“领头雁”

责任，结合自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优势，通过适

度增加财政科技投入吸引更多的企业科技支出以

带动全社会研发投资，打造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先

行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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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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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mechanisms and differentiated effects through which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promotes the enhance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resource-based cities, which is crucial for guiding their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Methods]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114 resource-

based cities from 2009 to 2022, this study regarded the National Innovative City Pilot Policy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Drawing on the theory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techno-

economic paradigm of innovation economics,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three-dimensional 

measurement indicator system for urba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overing “revolutionary 

breakthrough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ve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transformational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stag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was adopte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the innovation pilot policy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resource-based cities. [Results] (1) Innovation pilot policie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resource-based cities overall. (2) 

Innovation pilot policie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resource-

based cities by strengthening the administrative mechanisms represented by government fiscal 

expenditur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attention, enhancing the market mechanisms 

represented by enhanced marketization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activating the community 

mechanisms represented by the vitality of innovation-related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industry-
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on. (3) Innovation pilot policies improved the level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growing, mature, and regenerative resource-based cities, but had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declining resource-based cities. This was because strengthened administrative mechanisms, 

ineffective market mechanisms, and weak community mechanisms caused incentive distortions, 

inducing firms to engage in strategic innovation behaviors that prioritized quantity over quality. 

[Conclusion] Administrative, market, and community mechanisms are all indispensabl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innovation systems. In addition to strengthening public support for innov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resource-based cities should strengthen market mechanisms and activate 

community mechanisms, thereby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achiev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resource-based cities to innovative cities.

Key words: resource-based cities; resource curs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novative 

governance system; strategic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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